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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五四的学者们一方面用西方输入的科学方法

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极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振，即他们以改造传统、革新传统为

手段，在热切地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希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从二十世纪初

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到五四时期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中国史学经历了从用进化论的观点重

写历史到对旧有传统的新的解释的精神跨越。五四的学者们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从

而沟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本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从史学革新的角度来细致观察、探讨五四

时期中外、中西文化交融的状况及其内涵，旨在说明我们在新的世纪，也应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观察角度

为中华文明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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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主要特征是，

五四的学者在接受西方科学文明的基础上，希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以改

造文化、革新传统为手段，追求中华民族国家的富强。在中外文明的交流史上，这一新文化

运动显示了中国人在吸收、消化外界文化方面的高度热忱，是晚清以来所未曾见。当时这一

热忱的对象，基本上完全投注于西方文化。甲午战后年青中国人对日本迅速崛起所激起的浓

厚兴趣，由于日本在一次大战以后对中国领土的侵占野心可以说已经全面消退。五四运动的

当天，学生们高喊“还我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房子，即

是一例证。有趣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在凡尔塞会议上对中国提出接收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

无疑是得到西方强权首肯的结果。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法，也显然是效法的西方强国。但是，

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当时中国年青人对西方文化、科学的热情向往。 
五四青年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可以说是兼容并蓄，从古典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到无政府

主义、共产主义，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在

中国大陆得到推崇。而 1949年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则对如何纪念五四运动，常常显
得举棋不定、欲言又止。不仅在台湾，那时离开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五四运动持怀

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还相当不少。比如“新儒家”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

1958 年在香港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就代表了这一立场。他们基于复兴中国

儒家文化的立场，呼吁对五四以来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作一深刻反省。这

一反省，自然也包括了对五四时期热心“西化”的批评。大陆开放以来，学界逐渐对“新儒

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他们所持的复兴中国文化的立场，也开始表现出同情的立场。大

陆学界、出版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吴宓及其学衡派所表示的兴趣，就是一例。这些

变化，对我们重新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本文的写作，想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内

涵，做一探讨。笔者并无意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相反，本文试图在肯定这一前提之下，对五四时期中外、中西文化交融的状况，从史学革新

的角度，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观察，以求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对中华文明如何在新的世纪

世界其它文明进行交流和融和，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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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史学革新的背景 
 
中国文明不但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其史学传统的长久、丰富也同样著名。中国人对自

身文明的自豪感，来自于这一历史感。而这一历史感的形成，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大有关系。

从其起源来看，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与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不无联系。从历史感的诞

生来看，结绳记事是一种近乎自然的心理发展。但古代中国人的记事，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界

的重大事件，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关。虽然现存的《春秋》只有一部，而其还残缺不全，

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对历史著述的影响。在《春秋》中，自然界的变化是人类

历史变化发展的框架。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代表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为历史记载提供了方便。 
这一时间观念以其循环往复为特征，因此也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孟子所谓“五百

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循环史观的一个例证。如果说《春秋》中确实隐含有孔子的《三世说》

——衰乱、升平与太平——那么这一“三世说”也同样以循环史观为基础。孔子的“信而好

古”自然反映了他对古代的向往，但这种向往还是有一种循环论的前提，即希望美好理想的

过去会在将来重新回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循环论的历史观念，非但促使古代中

国人不断依照时间的顺序往返记载历史，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长久的历史认识。

这一认识同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方面。如果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

是“结绳记事”的一种文字形式，那么这种“结绳记事”，远远不是仅仅出于一种对现实、

现世的关心而已，而是体现了一种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勾画。 

有了对《春秋》等史书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由来。自然，司马迁本人有其高远的理想，但他的“究天人之际”，还是建

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他本人对孔子的推崇，就是一例。虽然这么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明确表明他的理想追求，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史记》中的“史”，用现代的语

言来说，不仅可以被认做是复数的，也可以是一以贯之的单数，取决于我们把《史记》放在

什么样的尺度来评价。但无论怎么看待，《史记》所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复杂的历史思

维，既有时间的深度，又有空间的跨度。 

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不但改变了记述的形式，从编年改到纪传，而且也变得愈来愈

政治化，因此史学的范围逐步狭窄，以朝代的兴亡为主题。但是，从史学观念来看，仍然保

持着广阔的幅度、长远的眼光。中国史家之记述朝代的兴亡，已经自然有过去与现在的两个

方面：他们所记录的是前代的、过去的历史，但这一记载则有现在的因素，因为是现在的人

在进行这一记载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史家记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来，即为了维持和延

长当朝政权的统治。于是，一部朝代史，在时间上包含了过去、现在与将来，尽管它记载的

只是一个朝代的历史。 

这种以过去为资鉴、即“以古鉴今”的历史观念，在东汉以后的年代里，也表现在所谓

有关“正统论”的讨论中。“正统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确定王朝更替的正统性。这一问

题在东汉灭亡以后，显得十分尖锐。但史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如此关心，还是出于一种对将

来的考虑，即如何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沿革传统。这种重塑传统、追求正

统的作法，到了唐朝的韩愈，则被用来总结儒学，即所谓“道统”的沿革变化，可见其影响

之深远。 

但这种重塑传统的需求，正是因为历史的断裂所产生的。从东汉到隋唐、从隋唐到北宋

以及南宋，都有不同长短的分裂期。这种分离时期的存在，使得史家更为注意“正统”，即

过去与将来之间的联系。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史家就必须根据需要重写历史，以便更好地表

述历史的演变。宋代欧阳修的“新”史，就是一个很重要和明显的例子。欧阳修新修的历史，

不但是在重塑过去，而且是在构造现在和将来。在唐宋以来，由于文化传统的剧烈变动，这

种对历史加以重新整理，提出新解的举动，并不少见。“三通”的写作，乃至司马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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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都表现了这样的企图。这种对通史的热心，虽然上承司马迁，但也与中国的历史

思维传统十分契合。因此这些著作的出现，大致上都得到不少好评。 

到了明清两代文网日密，史家著史往往招致杀生之祸，因此到了清代，便盛行考史、评

史，在考评中抒发己见，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虽然清代的考据家以考证为业，但

其实他们仍然具有“通史”的眼光，如清代三位历史大考据家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的作品，

都没有局限在一两部朝代史，而是企图评论许多部“正史”，以求对以往的历史有一种通盘

的了解.他们的评注,也往往掺杂了对历史变动所做的解释,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订正而已. 

既然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有如此悠久的思维传统,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当中国面临危机的

时候,史家自然又承担起重修历史、重塑传统的任务。在起初，魏源、徐继畲、梁廷柟等人

的著作，只是想“开眼看世界”，将在明代中期中国闭关以来所产生的剧烈变化告知国人。

他们的著作，为重修历史，建立了必要性，也为政治上的变法，提供了理论论证。甲午战败

的惨痛，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变化的必要和必然，因此许多青年人去了日本，他们相寻找的

不但是西方成功的秘密，而且是“西化”成功的秘密。他们的日本之行，为中国史学的革新，

提供了便利的样板。日本史家不仅用“新式”手段写作历史，而且写了“新式”的中国历史。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流行，就是一例。梁启超的《新史学》，也直接受到了浮田和民的

启发，而“国粹学源”的“国粹”两字，则是日语的直接借用。既有重修历史的悠久传统，

又有东洋近邻提供便利的样板，加上那时的人视“西化”为富强之道的认识，中国史学在二

十世纪初年的大幅革新，因此就得顺理成章。 

 

二、传统与新潮的交融 

 

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史学的革新，虽然有现实的考虑、外界的影响，但还是得益于中国

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前节不厌其烦地将中国以往的史学传统加以分析，正是为了让读者更为

清晰地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两重性。既然我们已经在上面对传统做了比较详尽的的描

述，我们现在就来着重看一下“新”的方面。 

二十世纪初年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启超在 1902 年写作《新

史学》，在起首便强调史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

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

史学之功居其半焉。T
1

这里，梁启超不仅指出史学研究能增强爱国心，强化民族主义，而且以欧洲为例，认为

民族主义能帮助文明的进化。有意思的是，他还认为中国的旧学问中，史学有革新的可能。 

几乎同时，同样有日本经验的“国粹学报”诸学人，也认为民族主义是史学革新的主要

动力。如黄节就在《黄史·总叙》中说道：“西方哲儒论史学之关系，有国家与人种两端。

柏林史学大会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入霸、

国恒亡”。
2
他所写作的《黄史》，以中国人种的演变为主要线索，叙述社会总体的变化演进，

因此书的起始便列《种族书》，其中讨论“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等诸节，

显然把民族主义史学视为新时代史学著述的主要模式。
3

这种民族主义史学，如梁启超和黄节等人所言，源自西方，虽然他们也参考了日本的模

式。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进化，因此与十九世纪后半期流行西

方的进化论思想有深刻的联系。用进化论观点看待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

是把人类的历史视为单一、一线的演化过程，由低到高，不断进步。其次，进化论史观虽然

重视人类历史的一体性，但在具体论述时，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国家之间的先

进、落后，提倡相互竞争、适者生存。黄节在前面所言，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西方民族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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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这些特征。 

在梁启超、黄节等人倡导民族主义史学的时候，中国人对进化论思想已经不再陌生。留

学英国的严复，已经把《天演论》等西方进化论的论著，译成了中文，在思想界引起激烈反

响。事实上，在严复移译这些西方著作以前，中国人已经接触了用进化论观点写作的历史著

作，如在 1894 和 1895 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就将Robert Mackenzie的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十九世纪史），通过助手，译成了中文，题为《泰西新史揽要》。先在

《万国公报》上连载，以后又出单行本。出版之后，适逢百日维新，因此非常畅销，销售达

一百万册以上。
4
这些译作，为推广进化论的历史思想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界定史学的定义时，一连在三处用了“进化”，认为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就在于把

进化的道理，通过历史的叙述表述出来。
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追求进化认论史学的潮流，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有了新的

含义。它不仅是解释历史的手段，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新的含义的发现，归功于胡适。

胡适在介绍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时，将进化论的思想放在方法论上做了分析。他说：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

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

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

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

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

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

就是“历史的态度”。
6

这一方法论的转变，在那个时代，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进化论的思想成了一种

研究学问的方法，那么它就不再是西方所专有的了。而是可以让其它地区的人也拿来运用。

这样一来，人们对进化论的思想，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为了突出西方文明在

现代社会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研究文明先进与落后的原因与过程，其应用面大为扩大。

胡适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想通过这一“进化的方法”，

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即“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

解释现代哲学”。
7
这种从方法论的层面沟通中西文化的作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

特色。 

因此，五四时期虽然一心追求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至少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仍然体

现出一种新旧融和的特征。换言之，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倡“新史学”，希

望用进化论的观点重新写作历史，已经上承中国古代重修历史的传统，那么胡适等五四学者

的作法，则更为清楚地显示，这一“新史学”的事业，必须建立在对旧有的传统的新的解释

之上。于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由此出发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8

五四学者的具体作法是，一方面用西方输入的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提出激烈的批评，

其态度远甚于晚清那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者。但在另一方面，五四的新派学

者又追求中华民族的重振，因此并无意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们的目的是，首先用科学的

方法“整理国故”，然后在一个新的、科学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也即重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于是，史学革新就成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到

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他们都从史学方法论的革新入手，重新审视中

国的文化传统，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新的手段阐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他们的成就，代

表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同时包含了“破”和“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

的工作，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即对史料的考证、史书的鉴别，以求对过去有一种精确、可

靠的认识。对这一方法的认同，主要还是通过胡适的论证。作为杜威的弟子、留美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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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现代科学方法的阐述自然有一种权威的影响。饶有趣味的是，胡适一方面推崇现代科

学方法，延请杜威来华讲学。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在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里面，发现现

代科学方法的成分。胡适在 1921 年写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是这一方面的代

表作。在文章的开始，胡适便指出，以西方的经验来看，科学方法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特

别是两者的结合。由此出发，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方法论的层面做了观察。他的结论是：

“中国旧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9
然后他便开始论证他的观点。

胡适以钱大昕等人的著作为例，从清代音韵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几个方面，检验清代考据

家运用演绎和归纳方法的作法，以证明他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一科学性，用胡适的话来

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0

如所周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他治学的座右铭，也是他作为新派

科学学者的标志。有趣的地方是，他不仅对这一科学方法用中文做了简炼的表述，而且基于

清代考据学家治学的经验。于是，原来被认为是属于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一下变得亲近起

来，不再隔膜、陌生。正是通过这样的“汉化”过程，现代科学方法在现代中国开始得到了

普及。譬如，没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顾颉刚，在回顾他挑起“古史辨”的讨论时，也认为

胡适所表述的科学方法，对他启发很大。
11

的确，“古史辨”的讨论，是这一科学方法的首次使用，其效果主要体现在“破”的方

面。在讨论中，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运用文献考证的手段，鉴定古书的真伪，发现不

少古人作伪的现象。于是，顾颉刚大胆断言，先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史，毫不可信。所谓三皇

五帝，只是后人杜撰、想像出来的。这一结论，引起不少人的反对，讨论于是就变得十分激

烈，在学术界造成了“疑古”和“信古”的两派。
12
顾颉刚之“疑古”，自然受到了胡适所界

定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但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还提到了其他人，譬如章太炎、康有为，

甚至更早的崔述、姚际恒等人。至于他所提出的所谓“层类地造成的古代史”的观点，则与

他喜欢中国戏曲有关。
13
顾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则干脆说，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

讨论百余年后该作的工作”。
14
由此看来，虽然“古史辨”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一

种激烈的批判，但其学术渊源，则大致上是承继了清代学术的传统，从方法到观点都没有太

大例外。 

如果说“古史辨”的讨论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学术的深刻影响，那么在这以后，

这一情形就变得更为明显。在胡适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时候，起而响应的不仅是

顾颉刚，还有何炳松、傅斯年，甚至还有大胡适一辈的梁启超等人。他们的“整理国故”主

要是从史学方法上入手，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比如，梁启超和何炳松都写了史学方

法方面的论著，而傅斯年在留学欧洲的时候，也一心想找到西方科学的“真学问”，也即科

学的方法。他在回国以后，在北大上的课，也是史学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傅斯年对史

学做了一个定义：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

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

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同胡适一样，傅斯年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可以是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傅对科学方法的应用

度的理解，则比胡适更为广泛。在他看来，科学方法只有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

比胡适更为清楚地讲明，科学方法完全适用于整理中国传统的学问。傅斯年对科学方法的这

种实证主义解释，有助于史学的进一步革新。我们将在下面再述。 

何炳松与梁启超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著，只是当时众多相似论著的两种。但由于他们

的学术背景和地位，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何炳松是留美学者，回国以后又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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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历史书著名，因此说说是一位十分“西化”的人物。何的《历史研究法》，显示了他西

方教育的背景。他在一开始便指出，现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所谓“史法”（春

秋笔法），有明显的不同，也与传统的“史评”、“史论”不一样。他从现代史学的观点出发，

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即对人的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古代史著的评论。这里何炳松引进了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也

即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但是，他在下面又说道，虽然历史研究的是过去，但由于这一过去

是人的活动，因此又有主观的因素。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这一主、客观交融的解释，则用了

章学诚的论述：“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并且说这是“中外史学界

中未曾有过的至理名言。就是现代西洋新史学家恐怕也不能说的这样透辟精到”。
15

何炳松不仅在界定史学方法时力图沟通中西学问，而且借用了不少传统的治学手段来论

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步骤。他认为历史研究需有以下的几个步骤：搜集史料、辩明真伪、知人

论世、阐明史料、断定史实、比次史实和勒成著作。这些步骤，显然受到了章学诚著作的影

响。而他在阐述各个步骤时，还不时称赞司马光的《考异》，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上有关史学

方法的一个典范。
16

如果有西洋留学背景的何炳松，都对中国的史学传统充满兴趣，那么在这方面有更深素

养的梁启超，其表现当然就更为明显了。梁在 1902 年提倡“新史学”时，曾对中国的“正

史”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只是一朝一姓的历史，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但是，在他在

二十年代初重新回过头来检视中国传统史学时，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与他在一

次大战以后游历欧洲，目睹西方文明战后的悲惨有关，使他认识到西方强盛的背后，仍然存

在不少问题。但同时，梁启超也显然受到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运动的鼓舞。因此，

他受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的时候，就开始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比较中西学问在这一方

面的相似之处。梁在那个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体现了他的努力，其影

响十分深远。 

与何炳松一样，梁对史学和史学方法的界定，参照了西方现代史学的观念。他也谈到了

历史研究的主、客观问题以及史料中存在的抽象与具体的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史学的主观

和客观性时说：“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

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17
这说明梁启超与何炳松

一样，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史学观念，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真实的客观历史，而不

是仅仅为了校订古代的史书。 

梁对史料的认识，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认为史料的种类，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史

料；二是文字以外的史料。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讨论非文字的史料，譬如“现存之实迹”、

“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包括了现代人所称的口述史料和实物史料。然后他才论

述文字的史料。
18
这一安排，也反映了他的科学史学观。在传统的史学中，虽然史家也运用

实物史料，但毕竟只是起辅助的作用，不是史家注意的中心。但在梁著中，显然实物史料已

经取得了不同的地位。 

可是，在论述史料整理、批判的方法时，梁启超就几乎完全以中国传统为主了。他的古

典涵养，为他的著作增色不少。如他在谈到搜集史料的重要时举例说，有关墨子的记载，《史

记》中只有二十四个字。但《史记》成书两千年后，孙诒让对墨子做了深入研究，通过各处

搜集史料，最终得《墨子传》，有数千言。
19
同样，他在谈到鉴别史料时也用了不少中国史学

的例子，并且用这些例子来补充甚至纠正西方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论述。譬如，梁在谈到史

料运用的原则时说，原始史料自然是最有价值的。要了解一个人，可以读他的自传，如司马

迁的“自序”，王充的“自纪”都是例子。但是，他又说道，自传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如中

国古诗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些时候，旁观者反而更清楚。同理，

在旁观者中，自然最为接近本人的东西最真实。但梁又举例说，明末徐霞客卒后，由其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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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作墓志。一般人都以为这一墓志非常可信，实际上，梁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史实的错误。

如徐霞客因病未能去西藏一事，挚友就不知，反而以为他得以成行。
20

梁启超希图在史学方法论上沟通中西的作法，也使得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看法，与以前

相比有了不少改变。如他在《新史学》中，曾对中国各正史传统有不少批评，但从史学方法

的角度着眼，梁启超则发现了其中的不少长处，胜于世界其它各国。“中国于各种学问中，

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而这一发达的原因，在梁看来，

正是由于中国有史官建置的悠久传统。他说道： 

 

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

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

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然以专才

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

京也。
21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修史传统，认为是为一家一姓服务。但现在他从方

法论的角度着眼，则显然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有了史官建置的这一传统，中国

不仅产生了持续绵延的史学著述，而且在保存和整理史料方面，独占鳌头。 

何炳松与梁启超都在史学方法论上，将中国的传统史学重新做了整理。他们的著作给人

以这样的印象，虽然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比较缺少对史学方法的理论论述，但在实践方面，则

毫不逊色，有着十分优良的成绩。通过他们的分析，中国的史学传统取得了与西方史学相埒

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也反映了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特质。虽然这一运动旨在改造中国的文

化传统，但在具体作法上，仍然企图在新的观念基础上，将这一传统重新认识。因此，这些

学者工作的大部，仍然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 

这些“整理国故”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让人们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

中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顾颉刚的“疑古运动”，使得人们对中国的上古时代，一下

变得将信将疑。从史学革新的观点来看，顾所做的还十分初步。他只是从文献考证的手段出

发，发现了几部伪书，从而指出古史的问题。但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我们可以

看出，史学革新的进一步是要扩充人们对史料的认识，由文献材料到实物材料，以求对过去

取得更丰富的认识。 

在扩充史料，革新史学这一方面，傅斯年的成就比较突出。傅从北大毕业以后，即赴英

国留学，以后又去了德国，一共在欧洲待了有七年，到 1926 年底才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

他在国外期间，获得了伦敦大学心理学的学士学位，但自此以后，便在各系听课，以自然科

学的科目为主。由于他涉猎很广，缺少专攻，因此让人有一事无成的感觉。傅的老师胡适

1926 年在法国见到他，便颇为感到失望，认为傅在海外游历多年，并无多少收获。
22
其实，

傅斯年虽然没有在海外获得学位，但在国外的几年，还是对他以后的学业，颇有帮助。他旁

听了不少课程，让他认识到各种学问之间的相通之处，因此就更坚固了他的实证主义的观念，

坚信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和各种学科之间的相似性。这一信念，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有深远

的影响。 

傅斯年到了中山大学以后，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年，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即，

他又将该所移到北京，称之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该所的计划，就是想要沟通各种学问，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对傅斯年来说，为了真正了解上古的中国，必须从实

物史料入手，因为文献史料的争议太大。于是他便组织人员到殷墟发掘，用考古的手段，研

究殷朝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出土了不少文物，证明殷商的文明不但有文字，而且

其经济与社会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一发现，使得“疑古派”的说法，不再有多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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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连胡适都改变了态度，不再疑古了。
23

傅斯年用比较夸张和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他心中的“历史科学”的方法，那就是：“现

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

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用了这些工具，历史学家能发现各种不同

的史料，发现历史的真相，即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

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24
这就从根本上

改变了人们对史学研究的看法。 

这种注重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态度，只是在那时比较突出的一种史学革新的手段，并

不为所有的人都普遍接受。其实，虽然傅斯年领导了考古的发掘，但他本人的研究，也还是

以文献材料为主。
25
不过，从史学观念的革新来说，运用实物史料来参证文献材料，两者比

较之后来获取可靠的历史知识，的确是当时的一大成就。从傅斯年对之的提倡来看，似乎是

以西方的影响为主要，但细究起来，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不少传统的因素。譬如傅斯年在写《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时就说，语言学或训诂学的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他本人在早年

也有这方面的训练，为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所欣赏。而他所提倡的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较

的研究方法，也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这说明，尽管傅斯年以“新”学著名，

但他的学术训练，仍然与清代的学问密切相连。 

 

三、现代史学与现代文明 

 

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变、发展来看，以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科学派”，无疑是

代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新”的一面。但是，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到，在这

种“新”的学问中，仍然有不少传统的成分。胡适等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理解与改造，梁启

超、何炳松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以及傅斯年以这种“新”的手段研究中国的上古时

代，表明这些以“新学”、“西学”闻名的学者，都在很多方面与传统保持紧密的联系。由是，

我们可以对新文化运动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也许，五十年代以来“新儒家”对五四运动的批

评与指摘并不完全正确。 

不过，对五四运动所包含的传统方面的认识，并不新鲜，以前已经有不少人对此有所阐

述。譬如美国学者Joseph Levenson便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现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

国的旧传统藕断丝连，因此导致了他们思想观念以及理想追求的不彻底性，以至最终的失败。
26
这种观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现代中国历史的解释以及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尽管如此，

美国学者从局外人的角度，研究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观察点。而中国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

动，则常常过分注重其崇尚西学的一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在新文化运动中有“新”“旧”之间的联系，那么应

该如何看待和解释这样的联系呢？当代的文化研究，已经在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

问题上有了不少论述，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完成以后，

不断对外殖民扩张，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亚、非、美洲等地征服，几乎所向披糜。西方

军事上的胜利，也有助于其文化上强势地位。因此，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都有不同程度

的“西化”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其中之一。当然，现代中国虽然在与西方强国接触

时，伤痕累累，但毕竟没有被彻底征服，沦为殖民地，与印度、埃及等地不同。不过，从印

度等西方殖民地的经历来看，西方文化虽然在一时凌驾一切，但其实也无法真正全面压倒本

地文化。相反，有许多例子证明，在西方向非西方地区推广其文化的同时，也同样受到非西

方地区文化的影响，以至对其本身的文化，造成各种影响。如赛义德（Edward Said）在《文

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就指出，现代英语文学课程，首先是在印度开设以后，然后才引进回到

英国，成为英国大学教育的重要课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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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可以自然地认为，要现代中国人接受和消化西方文化的时候，也会对这一

外来的文化进行选择和改造，不会无条件的接受。在胡适等人进行史学革新的时候，我们所

见到的正是这种新旧、中外不断协商、交流的过程。对于这处协商，我们不应于指责，认为

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同理，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沾沾自喜，认为是中国文化顽

强生命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在现代世界，文化之间的沟通或者冲突，都经过这种类似的

协商过程。印度学者Partha Chatterjee已经发现，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是以

反抗西方的帝国主义统治为目的的，但其表述形式，则往往是西方式的。
28
因中文来说，也

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因此，赛义德指出： 

 

虽然西方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相互激励，但即使在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

它们也不是单一的，或者能由一方决定一切的。事实上，文化也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它

既不是东方或者西方的私有财产，也不归一小部分的男人或者女人所有。
29

 

现代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现。五四时期史学革新的过程可以

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华文明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保持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度，在

与外来文明不断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充实补充自身，以保持永久的生命活力。我们不必庸人

自扰，以为对外开放，会导致自身文化的败落。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都包含有大

量传统的因素，何况其它？事实上，只有通过对外的接触，才会真正认同自身文化的不同及

其价值。这正如人们在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往往才更深入地认识到自身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差

别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会增进文化的认同感。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两重性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在那个时代，激进与保守似乎界限分

明，其标志是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变革之需要的，则被视为

激进、改革的代表，反之则视为保守。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主要

表现为态度的不同，而在文化交流的具体结果上，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在自

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双方都会有交互的影响。热衷西化的人，并不能完

全把传统抛弃，而固守传统的人，也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如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一

生都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而处在他的对立面的“学衡派”，对西方学问的了解，与

他相比并不逊色。因此，所谓“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依当时情况而定的

态度上的差别。余英时先生尝言：“这两个态度‘激进与保守’是相对于某一种现状、某一

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
30
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对于这一差别，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既注

意当时的情形，又看到以后的发展。这是史学研究的长处，也是五四史学的变革对我们的启

示。 

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也让我们认识到，在文化经历重大变迁的时候，史学往往有举足

轻重的表现。历史研究从本质上来看，起了一种将过去与现在相互连接的作用，这在中国传

统史学中，已经屡见不鲜。西方学者也认为，“过去是外国”，也即在人们每次到国外走动的

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发现。
31
这是因为，人们在国外旅游，都会不断地将自身的经验

带去，做情不自禁的比较，而因为自身的经验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每次涉足海外，都会有新

的发现。由此看来，人们研究历史，也同样受到现在条件的影响。由于现在条件或情景的变

化，就需要不断重新研究历史，重新认识过去。以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来看，当时的史家用

科学的态度审视过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科学的因素，与现代文明作沟通，也就是在

新的观念下重新写作了中国的历史，重新塑造了中国的传统。
32
同样，我们在新的世纪，也

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华文明的传统，从新的观察角度，也即全球文明的观点，为中华文明

重新定位。这是对所有关心中华文明的人的一个挑战，史学家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该如何应

战，尚看诸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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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criticized strongly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tried to revive or to g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 based on absorbing and adapting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itnessed a spirit transfer from rewriting history from an evolutionist perspective in the 

case of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New Histo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giving the old tradi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the case of Hu Shi’s “reorganizing national heritage and recreating civ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t is in this point that scholar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et out to 

establish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so as to conne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their 

connotati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ving that we should reor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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